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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基于中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专利数据，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效应。

研究表明: 智慧城市能促进城市的创新产出增加，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上; 这种创新效应在人力

资本禀赋高、城市行政等级低和东中部城市中表现尤为显著。最后就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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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出问题

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决定力量。随着

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，中国经济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

发展后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经济发展进入 “新

常态”。为了突破困境，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创新作为

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，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完善国

家创新体系发展，深化区域创新制度改革。技术创新

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，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竞

争力的重要指标。而城市创新体系又是国家创新体系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如何提高区域和城市的技术创新能

力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。

已 有 文 献 偏 重 于 从 环 境 治 理［1］［2］［3］、

FDI［4］［5］、产业集聚［6］、政府行为［7］、财 政 分

权［8］、信息化［9］、城市化［10］［11］［12］等方面来探讨

城市创新效应。这些研究中，与本文研究主题最相关

的是城市化与城市创新。所谓的城市化就是所有生产

要素，在地理空间上集聚，因集聚产生知识和技术的

溢出效应，进而提高集聚区 ( 城市) 创新效应。城

市内拥有研发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，为技术创新

搭建良好的平台。其中 Carlinoet 等［13］通过统计城市

的专利申请数，发现城市的就业密度与人均专利申请

数高度相关，当一个城市的就业密度增加 1 倍，则人

均专利申请数将增加 20% ; Pred［14］估计了美国 35 个

大城市的人口与专利申请数后，发现大城市的专利申

请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. 1 倍; Feldman 等［15］从产

业集聚角度实证考察，认为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城市

区域; Jacobs［10］认为城市化水平与专利申请数量之

间显著正相关; 城市内企业和人才集聚，产生 MAＲ

外部性，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会使人们更有效率的进

行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［16］［17］。程开明等［11］通过构

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动态分析模型，认为中

国城市化与技术创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; 欧阳博强

等［12］利用城市面板数据，借助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板

模型，考察了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，得

出产业结构是城市劳动生产率速度放缓的主要因素;

鲁开元等［18］基于空间计量模型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

化与技术创新正相关，其中人力资本集聚和科教支出

是影响城市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。

以上文献都只研究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模式对

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，即聚焦于城市的人口规模、人

力资本、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。但

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，城市内的高房价、交通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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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、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，给城市创新发展带来

阻碍。我们不仅反思: 城市化是否必然会导致 “城

市病”的产生? 能否通过变革城市发展模式，解决

以上问题，促进城市技术创新? 自 2008 年 IBM 提出
“智慧城市”的理念后，“智慧城市”发展模式作为

解决“城市病”的灵丹妙药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

政府的追捧。学术界也展开了对其的研究，在中国知

网上以 “智慧城市”为主题，搜索到相关的 CSSCI

文献有 280 余篇，比较这些文献，发现现有文献多以

定性分析为主，涉及其中的实证研究较少，而运用差

分方法研究智慧城市技术创新效应的实证分析较欠

缺。

鉴于此，本文以智慧城市为研究对象，结合中国

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专利数据，运用双重差

分方法对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效应展开实证分析，在

此基础上，对智慧城市创新效应的异质性进行拓展分

析，探究智慧城市影响城市创新的内在机理，从而打

开智慧城市对城市创新影响的黑匣子。

我们以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大规模智慧城市建设浪

潮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例，考察与审视智慧城市的

技术创新效应，所得出的经验证据，无疑能够为该研

究领域增添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现，同时也为中

国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。

本文结构安排如下: 第二部分背景介绍和机制分

析; 第三部分为本文的模型构建、变量统计描述和相

关性分析;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和异质性分析; 第五

部分为稳健性检验; 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启示。

二、智慧城市项目的制度背景和相关性分析
( 一) 智慧城市的制度背景

借助互联网、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，

IBM公司于 2008 年率先提出 “智慧地球”的设想，

后又发展为“智慧城市”理念。所谓的 “智慧城市”

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以全面感知、深度融合、智

能协同的方式管理城市的运行，为城市内的企业提供

优质的发展空间，为市民提供更高的生活品质，实现

城市可持续发展［19］。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就是物联

化、互联化和智能化，即将城市中的人，政务、交

通、通讯、水和能源等连接和融合，形成高度集成的

城市管理网络和感知化系统。

具体来讲，智慧城市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影响城市

的技术创新:

1. 智慧城市通过变革政府、企业、个人和组织

与城市系统的关系，重新定义了城市创新中参与主体

的角色。对企业而言，通过大数据分析、爬虫等技

术，挖掘、收集和整理消费者和市场的信息，掌握市

场对产品的需求量和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等信息，不断

地调整生产模式以满足市场需求，实现企业资本、劳

动力等资源的调整，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; 对消

费者而言，通过微信、公众号、微博等方式强化用户

参与，汇聚大众智慧，推动大众创新，营造开放创新

的环境; 对政府而言，智慧城市建设中发达的智能和

信息系统，能够提高城市的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智

能化水平，进而提升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城市交通系统

等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，降低经济集聚条件下的拥堵

成本，提高集聚的边际收益，最终提高城市的空间承

载力［24］。智慧城市通过对参与主体的创新，推动了

信息共享和知识的扩散，加快了创新民主化进程和知

识信息化社会的形成，推动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

升。

2. 智慧城市的建设通过加速新技术向传统行业

的渗透和扩散 ( 如物流、农业、教育等传统行业) ，

促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

力。具体来讲，利用新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设备进行

技术改造，提高设备的产生效率; 增加传统行业的产

品技术含量; 引进科学管理模式，提高传统行业的整

体管理水平，进而提升城市的创新力。

3. 智慧城市通过加大对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

算等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，促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

和以新能源新材料、信息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蓬勃

发展。这些具有高附加值、高技术含量、低能耗的高

新技术服务业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技术要素集

聚，产生 MAＲ外部性。高新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会

使人们专业化地从事各自的领域，更有效率的进行生

产和技术创新［25］，提升城市创新力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民认识水平的提高，世界各

国的政府组织不约而同地提出 “智慧城市”的发展

规划。美国的迪比克市与 IBM 于 2009 年 9 月共同宣

布，建设美国第一个“智慧城市”，基本原理是: 运

用 IBM的新技术，将城市内部的所有资源 ( 水、电、

油、气、交通和公共服务等) 连接起来，通过侦测、

分析和整合各种信息，为市民提供智能服务。瑞典的
“智慧城市”建设方案，主要利用 IBM的 ＲFID技术，

识别出进入市中心的车辆，对其收取 “道路堵塞

税”，从而减少车流和交通堵塞问题，成功解决了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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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斯德哥摩交通拥堵问题。此外，英国和爱尔兰也相

继提出“数字英国”计划和 “智慧湾”项目。在东

亚，日本于 2009 年 7 月推出 “i － japan ( 智慧日本)

战略 2015”，将电子政务、医疗健康信息服务和教育

三大公共事业进行智慧化管理; 韩国政府则实施 “U

－ Korea”战略，打造绿色、资讯化、无缝连接的生

态型“智慧城市”; 新加坡提出 “智慧国 2015”，实

现政府、企业、个人与城市交通的高度融合。与此同

时，纽约、巴塞罗纳、维也纳、斯德哥尔摩、首尔、

东京等城市先后制定了具体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，

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［20］。目前全球大概有 200 多个

智慧城市项目正在实施 ( 中国通信学会，2017) 。

我国政府对智慧城市发展高度重视。自 2010 年

开始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，不断地推出各项鼓励智慧

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，促进中国 “智慧城市”建设

和发展。2012 年 12 月，国务院印发 《国家智慧城市

试点暂行管理办法》和 《国家智慧城市 ( 区、镇)

试点指标体系 ( 试行) 》。2014 年 8 月 29 日，经国务

院同意，发改委、工信部、科技部、公安部、财政

部、国土部、住建部、交通部等八部委印发 《关于

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各地区、

各有关部门落实本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，确保智

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［21］。地方政府也相继推出

适合当地城市发展的 “智慧城市”战略，如 “感知

北京”、“生态沈阳”、 “数字广东”、 “智慧东营”、

“智慧南京”、“健康重庆”等规划目标［22］。

目前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尚处于示范、试点和规

划设计初期。据有关统计，截今为止，智慧城市试点

含 193 地区，171 城市［23］。在各地政府的积极推动

下，100%副省级以上城市、89%的地级市和 47%的

县级市已开启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。

( 二) 初步相关性分析

在运用 DID 进行基本回归之前，我们首先通过

图 1 来描述 2012 年智慧城市建设前后各城市间的每

万人均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情况。如图 1 所示，在智慧

城市建设之前的 ( 2007 － 2011 年) ，实验组和对照组

城市人均专利申请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; 在政策实施

后 ( 2013 － 2016 年) ，实验组的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

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对照组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城

市创新存在显著的正效应。双重差分使用的前提条件

是: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在政策实施前具有

平行趋势，从而降低实证结果出现偏误的概率［26］。

图 1 的结果表明，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的每万人均专

利申请量在政策实施前基本满足共同趋势假设。

图 1 相关性分析 ( 2007 － 201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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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模型设定与数据、变量统计描述
( 一) 模型设定

如果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策试验，那么对

于政策效果的评价，通常使用 DID 方法 ( 刘瑞明和

赵仁杰，2015) ［26］。我们以 2012 年作为政策实施时

间点，并将设立智慧城市的地级市①作为实验组，其

他城市则作为对照组。遵循 Bertrand et al. ［27］、龙小

宁和林菡馨［28］、周茂等［29］的设定思想，设定基准模

型如下:

Innovationit = β1 + β2SMCTi × Postt + θCVit + εit

其中，因变量 Innovationit 表示第 t 年城市 i 的创

新产出，用每万人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。核心解释变

量 SMCTi 用来识别 2012 年试点为智慧城市的样本，

如果属于 2012 年设立的智慧城市，则将 SMCTi 赋值

为 1 ( 作为实验组) ，其他城市则设 SMCTi = 0。用
Postt 标识 2012 年政策实施前后的年份，Postt = 0 代

表设立智慧城市之前的年份，Postt = 1 代表设立智慧

城市之后的年份 ( 包括 2012 年) 。CVit 代表城市层面

的控制变量，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水平、人均 GDP、

人力资本水平、对外投资水平、人口规模、产业结构

和科研投入水平。εit 为随机误差项。本文关心的是估

计系数 β2 ，它表示设立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创新产出

的平均效应，如果 β2 显著为正，则代表智慧城市建

设促进了城市创新产出的增加。

( 二) 数据来源和变量统计描述

本文选择 2007 － 2016 年全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

城市作为研究样本，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出版的

《中国专利数据库》手工整理了城市的专利申请数

据。该数据库包含了 1995 － 2016 年申请的所有中国

专利 ( 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

利三大类) 。地级市层面的其他数据均来自 2008 －

2017 年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》和各省城市统计年鉴，

智慧城市试点名单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整理获

得。表 1 为主要变量的详细计算方法:

表 1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

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

Perpatent 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 城市专利申请量 /总人口

SMCT 智慧城市 虚拟变量 ( 0，1)

Pfai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/总人口

PGDP 人均 GDP 地区实际人均 GDP取对数

Hum 人力资本水平 普通高校在校人数 /总人口

Invest 对外投资水平 对外投资额 /GDP

lnpop 人口规模 年末户籍总人口的对数

Structure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 /第三产业占比

Ｒdratio 科研投入水平 科研经费支出 /GDP

1. 创新产出。为了度量城市的创新产出，我们

参照已有的文献，以专利申请作为衡量城市的创新产

出，主要因为: 一是我们是外贸出口大国，新产品很

难被明确定义和衡量［30］，采用专利数据作为技术创

新的度量更为科学［31］; 二是与专利授权量相比，专

利申请量更能真实反映创新水平，专利授权需要缴纳

年费，数据存在不稳定和更新不及时等问题［32］。

2. 核心解释变量。SMCTi × Postt为智慧城市虚拟

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。

3. 控制变量。根据已有文献，我们加入了可能

影响城市创新产出的变量。城市的经济基础 ( PG-

DP) 是发展的基础，亦是创新的基础; 人力资本水

平是创新的核心要素，地区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

( Hum) 和人口规模大小 ( lnpop) 将直接影响该地区

的创新水平; 产业结构 ( Structure) 越趋向于服务业

发展，对创新的产出越有利; 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

( Ｒdratio) 、人均固定资产支出 ( Pfai) 和基础设施情

况 ( Invest) 亦对创新有影响，故本文将这些因素列为

控制变量。表 2 对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做了报告。

从表 2可知，衡量创新的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的均值

为 7. 996，标准差为 20. 27，说明城市间的每万人均专

利申请量差异较大，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层次不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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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

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 2754 8. 984 22. 39 0 334. 06

智慧城市 2754 0. 112 0. 315 0 1

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2746 2. 848 2. 315 0. 096 21. 94

人均 GDP 2754 10. 36 0. 759 8. 126 13. 11

人力资本水平 2705 0. 017 0. 023 0 0. 131

对外投资水平 2623 0. 019 0. 018 0 0. 132

人口规模 2754 5. 875 0. 690 2. 898 8. 129

产业结构 2754 0. 002 0. 002 0 0. 063

科研投入水平 2750 1. 469 0. 758 0. 240 10. 60

四、实证结果与异质性分析
( 一)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

基本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3。表 3 第 ( 1 ) － ( 2 )

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，其中第 ( 1 ) 列

同时没有控制时间效应和固定效应，结果显示，智慧

城市建立后，显著地增加城市每万人均专利申请数增

加 13. 1。第 ( 2) 列为加入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回

归结果，政策效应依旧显著，并且拟合优度较高。在

第 ( 3) 列继续加入固定资产投资水平、人均 GDP、

人力资本水平、对外投资水平、人口规模、产业结构

和科研投入水平等控制变量，但是未对时间和城市效

应进行控制，估计系数并未发生显著变化，政策效应

依旧显著。第 ( 4) 列为同时控制时间、城市固定效

应，和控制变量后，SMCTixPostt 的系数仍在 1%的显

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。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时

间和城市效应，也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，回归结果

都表明“智慧城市”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每万人

均专利申请量的增加，政策系数均在 1%水平上显著

为正值。

表 3 基本回归结果

变量 ( 1) ( 2) ( 3) ( 4)

SMCTixPostt 13. 119＊＊＊ 14. 694＊＊＊ 4. 464＊＊＊ 3. 121＊＊＊

( 2. 303) ( 1. 240) ( 1. 130) ( 1. 089)

控制变量 否 否 有 有

城市效应 否 有 有 有

时间效应 否 有 否 有

N 2754 2754 2574 2574

Ｒ2 0. 019 0. 054 0. 389 0. 453

注: * 、＊＊、＊＊＊分别表示在 10%、5%、1%的水平上显著，括号内为以城市为聚类稳健标准误。下同。

( 二) 异质性分析

在基本的回归分析中，我们得出智慧城市建设能

够推动城市的创新，但是不同城市的初始禀赋不同和

国家对其政策倾斜不同，导致各个城市的发展呈现出

不平衡的特点。那么对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，智慧

城的建设是否存在创新效应异质性? 对于该问题的解

析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智慧城的政策认识，探析智慧

城市技术创新效应的发生机制。我们将分别从不同的

城市的等级、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不同的区域三个

方面入手，考察智慧城市政策的异质性影响，回归结

果见表 4 和表 5。

1. 城市等级异质性。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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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的各类条件与城市的等级紧密相关，城市的等级越

高，基础设施越完善，越有可能获得政府的政策倾

斜，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名单之列，那么智慧城市是否

对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创新异质性? 我们参照刘瑞明

等［27］和周茂等［29］的做法，将省会城市、副省会城市

和较大的市①作为高等级城市，其他城市则作为低等

级城市。表 4 第 ( 1 ) 和 ( 2 ) 列的结果表明，智慧

城市建设对于低等级城市的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更

大，满足“边际效率递减”规律［27］，即智慧城建设

对于城市创新的推动作用随着城市等级的下降反而上

升，这意味着，低等级城市可以通过投入智慧城市项

目的建设来提高其创新产出，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。

2. 城市人力资本异质性。如上所述，智慧城市建

设需要将感应器和装备嵌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，让城

市中的各个功能彼此协调运作，通过互联形成“物联

网”，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，鼓励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在

智慧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，为城市提供发

展的动力。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系统里的参与者高度

协调，从而达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［19］。鉴于此，我

们认为城市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很重

要，而不同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差异，对其异质

性做分组分析，将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智慧城市建设

的创新效应的异质性，为政策设计提供指导。

具体来讲，参考石大千等［33］年的做法，城市的

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用每万名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，

并将其分为高低两组。表 4 第 ( 3 ) － ( 4 ) 列的结

果表明，智慧城市建设对于高人力资本的城市具有显

著的促进作用，而对低人力资本城市却具有阻碍作

用，可能的原因是: 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利用新一代的

IT技术，提供数据支撑，而这些数据的处理需要高

端的人才，而低端的人才因受限于文化教育水平，要

想短期内掌握这些信息处理技能，较困难。故智慧城

市建设在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中更容易开展和运

行，对城市的创新激励效果也更显著。

表 4 智慧城的创新效应: 区分城市发展程度

变量
城市等级 人力资本水平

高 ( 1) 低 ( 2) 高 ( 3) 低 ( 4)

SMCTixPostt
1. 356 5. 242＊＊＊ 3. 047＊＊ － 1. 213

( 3. 498) ( 1. 056) ( 1. 385) ( 0. 533)

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

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

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

N 460 2114 1784 790

Ｒ2 0. 481 0. 417 0. 483 0. 449

3. 区域异质性。吴非等［3 5］认为，专利创新产出

存在区域异质性，即东部地级最强，中西部依次降

低。那么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效应是否也存在区域异

质性? 我们根据各省份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，将

其划分为东部②、中部③和西部④地区，各地级市的

样本依据所在省份的组别而定。表 5 第 ( 1) － ( 3)

列的回归结果表明，智慧城市的创新效应对东部地区

的城市效应最显著，中部次之，对西部无影响。该结

果的合理解释是: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人、财、物

和技术等基础设施的支撑，相对于西部地区，东部和

中部的基础设施较完善、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，

能够吸引大量高素质的人才集聚，为城市创新营造良

好的环境，故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更显著的促进东中部

城市的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增加，而对西部地区效果

不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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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④

“较大的市”指非省会地级市一旦获得“较大的市”地位，就拥有了地方立法权。本文是狭义的概念，包括: 唐山市、吉林市、
大同市、包头市、大连市、鞍山市、抚顺市、齐齐哈尔市、无锡市、淮南市、青岛市、洛阳市、宁波市、邯郸市、本溪市、淄博市、苏
州市、徐州市。

东部地区主要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、广西和海南共 12 个省份直辖市的 115 个
地级市。

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和安徽共 9 个省份的 108 个地级市。
西部地区主要包括陕西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和甘肃共 9 个省份直辖市的 59 个地级市。



表 5 智慧城的创新效应: 区分不同区域

变量 东部 ( 1) 中部 ( 2) 西部 ( 3)

SMCTixPostt
4. 746＊＊ 1. 922＊＊＊ － 1. 613

( 2. 116) ( 0. 480) ( 1. 238)

控制变量 是 是 是

城市效应 是 是 是

时间效应 是 是 是

N 1131 998 445

Ｒ2 0. 503 0. 599 0. 491

五、稳健性检验

接下来，我们将对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

析，具体包括: 改变窗期、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

法、反事实检验、用创新的其他衡量指标、区分创新

的不同类型和控制潜在遗漏变量等。

( 一) 改变窗期

为了检验智慧城市政策实施之后，不同的时间窗

口期对城市的创新影响，我们参照景守武和张捷［36］

的做法，仍以 2012 年为政策分界点，分别取 2012 年

前后 1 年和前后 2 年为窗宽进行回归。表 6 第 ( 1 )

－ ( 2) 列 SMCTiⅹPostt的系数均在 1%水平显著为

正，且系数无显著变化，表明无论选择 1 年还是 2 年

的前后窗期，都没有改变智慧城市对城市创新存在显

著正效应的结论。

( 二)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

考虑到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是实验组和对照

组必须满足共同趋势假设［37］。即如果不存在智慧城

市建设政策，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间的每万人均专利

申请数的变动趋势应该不存在系统性差异。实际中这

种差异无法避免，为了减低双重差分的估计偏误，依

据 Heckman et al. ［38］思想，运用 PSM － DID来进行稳

健性检验。具体来讲，我们首先用智慧城市哑变量对

协变量 (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、人均 GDP、人力资本

水平、对外投资水平、人口规模、产业结构和科研投

入水平) 进行回归，得出各个协变量的分数，基于

此分数，对样本进行匹配，得出匹配后的样本。因为

倾向得分匹配法，可以解决可观测样本选择性偏误，

而对于影响智慧城市的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偏误，则

需要继续使用 DID 方法，故我们在已匹配的样本中

再次进行双重差分估计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6 第
( 3) 列。交互项 SMCTiⅹPostt的系数在 1%水平上显

著为正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增加了每万人均专利

申请量，且与基本回归结果无显著差异，进一步的证

明了结论的稳健性。

表 6 稳健性检验 1

变量
改变窗期 PSM － DID 反事实检验

前后一年 ( 1) 前后两年 ( 2) 专利申请 ( 3) 2007 － 2009 ( 4) 2007 － 2011 ( 5)

SMCTixPostt
3. 147＊＊＊ 4. 025＊＊＊ 7. 274＊＊＊ 0. 221 0. 463

( 0. 970) ( 1. 077) ( 1. 841) ( 0. 442) ( 0. 965)

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

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

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

N 784 1301 537 758 1277

Ｒ2 0. 202 0. 239 0. 504 0. 208 0. 212

( 三) 反事实检验

为了进一步的验证基本结论，本文借鉴范子英和

田彬彬［39］; 刘啟仁和黄建忠［40］的做法，通过人为的

设置政策实施时间，进行反事实检验。反事实检验的

基本原理是: 通过假设不存在的事实进行检验，从而

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创新差异［41］。我们假设智慧城
87



市发生在 2008 年或者 2009 年，如果回归系数不显

著，则可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，证明基本结论的稳

健性; 反之，则表明结论是不稳健的。表 6 第 ( 4 )

－ ( 5) 列 SMCTixPostt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，表明

城市每万人均专利申请数的增加确实由智慧城市建设

带来的，而不是假想的其他政策冲击或者随机因素导

致的，基本回归结果很稳健。

( 四) 其他衡量创新的指标

本文选取每万人均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的衡量指

标，进行安慰剂检验，主要因为: 专利授权数量较专

利申请数量更能折射出区域创新能力［35］。在基准方

程的基础上，我们将因变量变换为每万人均专利授权

量。依旧以 2012 年作为政策分界点，对专利授权量

进行双重差分检验。表 7 第 ( 1 ) 列的回归结果中，

SMCTixPostt 的系数在 1%水平上显著为正，表明变

换创新的其他衡量指标，不会影响本文结论。

( 五) 创新的类型

除了对城市创新进行整体分析外，我们进一步将

整体专利申请细分为发明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

新型专利三种，在此基础上进行再次回归，以考察海

归高管对不同类型创新的影响是否一样。回归结果报

告在表 7 第 ( 2) － ( 4 ) 列。第 ( 2 ) － ( 4 ) 列的

回归系数均在 5%水平上显著为正，表明智慧城市建

设对三种专利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。进一步地，

从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，智慧城市与专利发明申

请之间的关联性，要明显大于其他两种专利申请之间

的关联，意味着智慧城市对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

的创新作用更为明显，促进了城市的 “实质性创

新”［32］。

( 六) 控制潜在遗漏变量

尽管我们已经控制了城市、时间效应和城市层面

的其他指标，从而减轻了遗漏变量问题，但是仍然可

能存在某些随时间、地点变化而难以观察和控制的地

区层面的特征变量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。因此，参照

许和连等［42］和周茂等［29］的研究，在基准方程的基础

上加上省 － 年固定效应。回归结果见表 7 第 ( 5 )

列。第 ( 5) 列的结果表明，在控制了省 －年固定效

应后，智慧城市建立仍然显著促进了城市的每万人均

专利申请量，说明遗漏变量问题并没有对基本结论造

成冲击。

表 7 稳健性检验 2

变量
创新其他衡量指标 不同的专利申请类型 控制省 －年效应

专利授权 ( 1) 发明专利 ( 2) 实用新型 ( 3) 外观设计 ( 4) 专利申请 ( 5)

SMCTixPostt
5. 222＊＊＊ 1. 921＊＊＊ 1. 483＊＊＊ 1. 110＊＊ 2. 970＊＊＊

( 1. 090) ( 0. 454) ( 0. 477) ( 0. 467) ( 1. 073)

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

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

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

省 －年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

N 2574 2574 2574 2574 2574

Ｒ2 0. 369 0. 360 0. 417 0. 123 0. 471

六、结论和政策启示

( 一) 研究结论

“智慧城市”建设，作为新兴城市化发展模式，

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实践，对治理 “城市病”起到

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本文运用政策评估中较常用的双重

差分估计方法，基于 2007 － 2016 年 282 个地级及以

上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，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创新

效应进行实证研究，结果表明 “智慧城市”建设能

够显著地提高我国城市创新力，具体而言，能够促进

城市每万人均专利申请量增加 3. 121 件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围绕不同城市等级水平、不同

人力资本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城市技术创新效应的差异

性进行拓展分析。不难发现，对于城市等级低、人力

资本水平高和东中部城市，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创新

效应更显著。最后从改变窗期、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

配法、反事实检验、用其他衡量城市创新的指标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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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创新的类型和控制潜在遗漏变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

稳健性检验，表明基本结论是稳健和可靠的。

( 二) 政策启示

基于研究结论，我们提出以下建议:

1. 中国政府应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，实现智

慧城市内部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环境、公共事业部

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等相互融合。

2. 应做好研发平台的搭建，为创新提供良好的

研发环境，并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，为

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研发和创新提供人力资本支撑。

3. 政府要引导各个城市因地制宜，分步骤、分

阶段、有层次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，并制定完善的政

策法规，从数据开发、信息技术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给

予政策支持。

4. 政府要扮演好 “守夜人”的角色，在 “智慧

城市”建设上，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，确保 “智

慧城市”项目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下，获得良性发展，

为中国城市创新力的提升提供动力源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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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mart Cities:

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2 Prefecture － level Cities in China

Fu Ping，Liu Dexue

Abstract: Based on the patent data of 282 prefecture － level cities in China，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ological

innovation effect in smart cities by using the differences － in － differences ( DID) method． The result shows that smart

cities can promote the city’ s innovation output，especially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in-

vention patents; the cities with high level of human capital，low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re-

gion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in smart cities． Finally，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-

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．

Key words: smart city; innovative effect; differences － in － differences ( DID) ; urbaniz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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